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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生产组织的“全球—地方”跨域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探究中国合资汽车

生产网络在“全球—地方”互动情景下跨域网络特征及地理空间表征，论文基于“全球—地方”生产关联与多尺度融

合视角，利用整车制造一级供应链数据，分析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及其影响

因素。研究发现：①“全球—地方”多尺度融合为理解跨国公司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转移足迹提供了良好视

角。德国大众公司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嵌入中国汽车制造业体系，生产网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

联特征。② 一汽—大众整车生产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国土开发的“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供

应商资本类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式，集聚程度呈现独资≈合资>内资的差异性特征。

③ 一汽—大众通过整车厂生产转移和跨区域供应链采购，生产组织形成了以整车厂所在城市为核心、受地理边界

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结构。④ 地理时空约束、区位优势与集聚效应、模块化生产为代表的技术革新、跨国集团

的企业战略与外资俱乐部策略，共同影响了一汽—大众汽车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论文通过典型案例研究，

为理解“全球—地方”多尺度下中国关键性产业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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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工业是体现国家竞争力的标志性产业，是

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实现“中国制造

2025”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设置的

“产品本土生产率政策”门槛使汽车外商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FDI)须通过合资形式嵌

入中国产业体系[1]，客观上推动了汽车产业 FDI在

中国的深度嵌入[2]。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

着全球经济格局调整和规则重构，“第四次产业转

移浪潮”为中国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的“区位机会

窗口”(windows of locational opportunity)[3]，以汽车

制造业特别是合资汽车制造为代表的产业组织已

成为当今中国促进本土企业嵌入全球生产网络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GPN)的重要载体[4]。

汽车制造业作为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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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案例，其生产网络的构建与重组涉及全球生产网

络与地方生产网络耦合过程。从早期福特制生产

方式开始，零部件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使得汽车组装

生产出现了短期的高度集聚特征。然而在建立区

域性及海外组装分厂的过程中，区域性贸易组织和

本土保护战略使得部分区域和国家(大多是发展中

国家)提出汽车生产本地化的要求，汽车工业空间

组织由此进入了“网络化分散”阶段。在此影响下，

一方面，跨国整车集团国际转移及其零部件供应商

追随全球布局的过程中，生产空间的扩延、组织分

工的调整以及企业内部生产关系的重组为建构“全

球—地方”跨域网络提供了现实条件；另一方面，传

统经济地理学强调产业集群内的信任、平等关系，

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网络内成员的平等现象并

非普遍存在的，而权力的不对称则是外生型产业集

群的重要特征。跨国公司参与产业集群的形成和

发展使得集群内的权力不平等现象得到了凸显[5]。

对此，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呈现何种空间结构与

关系特征，其影响因素如何？这是本文要探究的关

键问题。

随着新经济地理学发展，影响经济活动空间组

织动态变化的行动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日益受到重

视，交织于多种地理尺度上的行动者之间的“社会

—空间”关系日益成为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的焦点

和核心[6]。生产组织通过人才对流、跨国公司投资、

全球生产网络、战略伙伴关系等途径建立外部联

系，从而融入全球管道(global pipeline)发展中[7-8]，进

而使地方生产组织避免锁定(lock-in)风险[9]。其中，

汽车制造业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10]。改革开放以

来，以汽车工业为代表的制造业在中国融入全球生

产网络的过程中促进了产业多样化延伸，相关研究

探索了生产网络空间扩张、演变模式、组织结构及

其影响因素等方面的一般性理论与规律 [11- 12]。在

“全球—地方”互动关系方面，陈肖飞等[4,13]基于奇瑞

汽车案例研究指出，企业网络呈现显著的“核心—

边缘”结构，其形成机理可归结为地理邻近性、关系

异质性和认知互动性共同作用。生产网络正逐渐

从地方集群网络向跨区域、跨集群网络发展；王承

云等[14]基于2008—2017年汽车产业统计数据，指出

行政壁垒对汽车产业跨区集群的制约效应逐渐降

低，区域产业基础、创新资源、区域政策与交通条件

是嘉昆太汽车产业集群的主要动力机制；郑蕾等[15]

研究表明，整车贸易和零部件贸易的全球化程度和

区域化程度均有所提高，但贸易全球化特征相对更

明显。以上研究探讨了生产关系在“全球—地方”

多尺度下的互动关系，印证了生产组织的地方化和

全球化力量并非相互对立，更多的是互动耦合[16]。

除此，部分研究也关注到生产网络分工协作的区域

差异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贫困陷阱”。地方尺度

层面，广州市外资和内资汽车零部件企业在空间布

局上存在明显差异，外资企业偏向围绕外资整车企

业布局，而内资企业偏向沿交通干线布局，整车带

动、区位因素、集聚经济、人口密度等因素对汽车制

造业企业空间布局有重要影响 [10]；全球尺度层面，

汽车发动机系统组件贸易向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

集中，电子电器组件贸易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

区集中，附加值低的轮胎和内胎组件贸易向中国、印

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分散[15]。

综上，以往研究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首先，

在研究数据方面，已有研究多基于工商局信息系

统 [10]、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15]、《中国汽车工业企

事业单位信息大全》[17]等统计年鉴数据，然而企业

不等同于产品，产品种类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企业规

模或其产出值所能表征的生产含义。因此，宏观统

计数据难以洞悉生产组织的实际轮廓和行动机制，

也无法科学准确地分析集群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影

响因素[4]；其次，在研究内容方面，已有研究多集中

于单集群维度下的集群内部与外部网络的构建和

演化[14]，较少关注“全球—地方”联结下生产网络联

系 [18]和地理位置在产业联系中的突出作用 [4,19]；最

后，生产方式转变作为新技术与创新推动的重要结

果，是汽车产业集群组织演化研究的重要视角[7,20]，

然而较少涉略生产技术革新对于生产网络空间组

织结构的影响。针对以往研究的不足，本文在研究

数据上，使用整车生产供应链微观数据，以期得出

基于宏观数据研究所忽视的信息；在研究尺度上，

基于“全球—地方”视角解析产业集群在跨域协同

发展中的复合特征；同时，在影响因素上，引入模块

化生产方式，探究一汽—大众汽车生产网络“全球

—地方”跨域关联的特殊情景，以期关注中国合资

汽车生产网络在“全球—地方”多尺度下跨域关联

的空间组织结构。

汽车生产网络是由数量众多的供应商围绕整

车厂形成的生产组织。作为全行业最为复杂的供

应链之一，汽车生产供应链由“零件→组件→部件

→总成→系统”形成金字塔式配套体系，为生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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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研究提供了理想的研究对象。一汽—大众是全

球汽车生产网络在发展中国家地方嵌入的标志性

案例，成功实现了企业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的战略

耦合。本文以一汽—大众为例，讨论中国关键性合

资企业的“全球—地方”生产网络跨域组织的空间

结构及影响因素，探究在全球化经济中“重资产”行

业的生产活动及其地域结果，对于补充发展中国家

汽车产业相关研究具有学术意义，对于科学认知中

国汽车制造业核心产业链发展阶段具有一定的现

实意义。

1 研究框架

“关系”在地理学中受到重视源于马克思主义

地理学的兴起，“关系视角”则是新技术革命推动下

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快速分化和协调模式的产物。

新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转向”和“制度转向”表明，

“关系”“尺度”“网络”已经成为研究的核心概念，并

试图解释结构与能动性、地方尺度与全球尺度的张

力，在一定程度上赋予能动性(如行动者之间的相

互作用关系)、微观尺度(企业/个人等)和全球尺度

(如全球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更加重要的位置。

(1) 生产组织研究的关系转向。西方经济地理

学的关系转向将“关系”“尺度”“网络”等作为理论

建构的核心，其目的在于尝试解决经济活动中结构

性与能动性、全球性与地方性等关键问题。实际

上，关系经济地理学更多的是强调经济行动网络的

情境性、权变性和杂合性，其主要原因在于网络不

仅是关系建构的过程，而且在地理和组织尺度上具

有典型的多样化特征，同时也具备复杂的地域嵌入

性。与此同时，部分经济地理学家重点关注了跨国

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全球化等的快速发展及

其空间后果，从产业联系、企业—地域关系、全球联

系等关系网络视角看待全球产业变化、企业与地域

网络和区域发展，强调关系、网络及其动态性变化

的重要性。

(2) 生产关系的多尺度融合。“尺度”作为地理

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具有本体性

质的关键属性问题之一。20世纪 80年代以前，诸

多学者一直将“尺度”与欧式空间中的“距离”联系

在一起[21]，强调其实体性和边界性。21世纪以来，

生产活动中的多方利益主体以战略性为目标，关系

行动被赋予了明确的战略目的。因此，生产关系一

定程度上超越了单个区域的范围，内部包含了诸多

关系尺度要素。经济地理学通过“尺度转向”和“尺

度关联”，在关注地方、地方之间相互依赖性的同

时，进一步强调了尺度生产和尺度重组过程对空间

经济动态的重要性[21]，并认为通过对相异地理尺度

及尺度间的相互依赖性研究可以揭示全球化及地

方化的互动发展过程和驱动机制[22]。由此，生产网

络的研究尺度不再限定于特定的地方尺度或强调

地理邻近的必要性，而是逐渐由生产活动的“地方

化”[23]向重视外部知识源和跨集群联系、跨区域边界

发生转变，再拓展至强调“全球—地方”联结。总之，

生产网络具有空间性，即构成要素的空间配置和范

围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从地理集中到地理分散

的一个谱系，体现了生产网络空间尺度的层级性。

(3) 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网络组织是理解当

前全球化现象时尝试解释和阐明尺度地理重叠和

地域单元重构的重要基础[24]，而生产网络的跨域重

组则是从生产活动的地理邻近性、本地根植性到区

域主体间互动协作、战略耦合的重要载体。关系经

济地理学者意识到本地产业集群分析的局限性，生

产关系需要立足于更大的空间维度下才能被完整

理解，因此，生产组织的外部联系所形成的集群网

络受到研究关注。相关研究在立足生产活动“地方

化”的基础上，同时关注区域主体间的互动协作[23]，

强调生产关系存在于区域和全球尺度下的集群之

间[25]，其所形成的跨区域生产网络与集群网络[21,26]已

成为生产组织维系的关键[27]和区域战略决策的重

要依据[28]。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关系转向和新产业区

的学科背景，通过对不同层级的地理尺度和尺度间

相互依赖性的分析，尝试建构产业集群跨域网络关

系研究框架，旨在为分析“全球—地方”视角下中国

典型产业生产网络跨域关联及影响因素提供理论

支撑(图1)。

2 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数据

一汽—大众是中国第一个按经济规模起步建

设的现代化乘用车企业，拥有奥迪、大众 2个品牌，

累计产能超过1700万辆，联动600余家供应商。截

至 2018年初，整车厂产能布局已覆盖中国东北(长

春市)、华北 (天津市)、西南 (成都市)、华南 (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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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研究选择以上 4个城市整车厂所生产的车型

各 2款，应用整车生产本土制造的全覆盖一级供应

链数据。在选择的8款车型中，共涵盖5443种零部

件(表1)，涉及565家一汽—大众生产体系一级零部

件供应商。研究所使用的生产数据源于对整车厂

及部分供应商的实地调研。

供应链数据的信息包括：车型、整车生产一级

供应商零部件名称、零部件单车用量、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所在地(省、市)、零部件运输包装类型(大料

箱、小料箱、专用箱、通用箱)、包装体积(长、宽、高)

等生产信息。通过批量查询，确定每一家供应商厂

址的经纬度信息，利用网络矩阵法实现“全球—地

方”多尺度、多行为主体的汽车生产网络构建。同

时，利用复杂网络的簇结构方法模拟生产网络的网

络拓扑结构关系，以进一步分析供应商分布的空间

特征与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

零部件受到准时化生产技术、大量零部件体积

大和运输成本高、合资汽车供应商的德国大众集团

技术审查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一汽—大众整车生

产供应商及供应链是相对稳定的，即投产车型及后

续换代、延伸车型的供应商、供应链极少更换。同

时，本文使用了最新的整车生产供应链数据，因此，

这种生产组织的协作关系将是长期依赖的。

2.2 研究方法

2.2.1 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工具同时根据要素

位置和要素值来度量空间自相关。在给定一组要

素及相关属性的情况下，该工具评估所表达的模式

是聚类模式、离散模式还是随机模式，并通过计算

Moran's I 指数值、z 得分和 P 值来对 Moran's I 指数

的显著性进行评估。

2.2.2 最近邻指数分析

最近邻指数(nearest neighbor index, NNI)常用

于空间点要素的分布模式分析中，即通过比较计算

最邻近点对的平均距离与随机分布下的期望平均

距离，判断点要素的分布格局是集聚还是均匀离散

表1 研究车型供应商及零部件种类统计

Tab.1 Statistics of suppliers and parts types of

the case study automobile model

产地

成都

佛山

天津

长春

车型

新速腾

新捷达

Q2

T-ROC

探岳

Q3

A4L

新Q5L

关联供应商数量/家
215

188

167

200

223

162

124

135

零部件种类数量/种
747

585

616

597

793

767

689

649

图1 研究框架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744



第5期 赵梓渝 等：“全球—地方”视角下中国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与影响因素

分布。当NNI<1时，样本点呈集聚分布；当NNI>1

时，样本点为均匀离散分布；当NNI=1时，样本点随

机分布。一般采用 z检验来检验结果的可靠性。

2.2.3 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

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Ripley's K 函数)用以确

定研究的地理空间要素是否显示某一距离范围内

具有统计显著性的聚类或离散。Ripley's K函数通

常称为L(d)，可表明要素质心的空间聚集或空间扩

散在邻域大小发生变化时是如何变化的，其计算所

有点对距离的密度，并用核平滑估计点对距离的分

布。对于拥有n个点的要素 I，任意距离d的核密度

估计值的计算公式为：

L(d) =
A∑

i = 1

n ∑
j = 1, j ≠ i

n

kij(d)

πn(n - 1)
(1)

式中：d为要素间距离；n为要素的数量；kij(d) 为权

重；A为要素的总面积。

2.2.4 网络社区结构检验

社区发现(community detection)可反映网络中

个体局部性特征及其相互间的联系，并分析与预测

整个网络各元素间的交互关系。Newman等[29]提出

模块度(modularity)算法，指在某种社区划分下与随

机网络的差异，用来衡量网络社区划分质量，公式

如下：

Q =∑
s = 1

m é

ë
êê

ù

û
úú

ls

L
- æ
è
ç

ö
ø
÷

ds

2L

2

(2)

式中：Q为模块度函数，定量衡量社区划分结果；m

代表计算出的社区数量；L为网络中供应链联系总

量；ls为第 s个社区内部的供应链联系强度；ds为社

区 s中与各节点生产联系强度之和。

3 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

3.1 供应商的空间分布

在5443种零部件中，3952种零部件涉及490家

一汽—大众生产体系一级零部件供应商；951种零

部件由一汽—大众工厂自产；540种零部件为全散

件进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

条例》的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划分，包括：内资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 3类。因此，

本文以内资、合资、独资的分类方式(采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标准)对研究案

例车型本土生产一级供应商及其供应零部件种类

进行统计，内资、合资、独资分别为223、129、138家。

就中国(不含港澳台数据)供应商的空间分布而

言，在拥有供应商的 18个省级行政区划中，依据自

然断点法对以上行政区进行分级(图2)，一汽—大众

整车生产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

国土开发的“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沿海与沿长江

经济带是供应商选址的主要区域。这一方面与一

汽—大众整车厂选址有关，另一方面反映出供应商

选址考虑的地理因素。供应商主要分布在整车厂

所在地，分级等级为一级的吉林省拥有 115家供应

商，其中长春作为一汽—大众初始建厂和总部所在

地，拥有一级供应商 107家。二级上海市、广东省、

江苏省、浙江省、四川省、天津市 6个行政区供应商

数量分别介于 20~65家，其中：广东、四川和天津市

设有一汽—大众整车厂。三级北京市、辽宁省、山

东省、河北省等 11 个行政区供应商数量分别介于

1~19家。

对供应商及其所在城市数量分别进行统计，

223家内资供应商分布在17个省份的47个城市中，

市均供应商 4.745 家；129 家合资供应商分布在 13

个省份的24个城市中，市均供应商5.375家；138家

独资供应商分布在 14个省份的 30个城市中，市均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GS(2020)4619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图2 整车厂和供应商的空间分布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utomobile assembly

plants and their suppl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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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 4.6家(图 3)。分别对内资、合资和独资 3类

供应商的空间分布进行平均最近邻统计，最近邻指

数分别为0.294、0.203、0.202，z得分分别为-20.170、

-17.317、-17.935(P<0.001)；同样对 3类供应商零部

件的平均最近邻进行分析，最近邻指数分别为

0.024、0.006、0.003，z得分分别为-86.925、-81.921、

-71.858(P<0.001)。3 类供应商及其零部件空间分

布的最近邻指数结果均小于 1，表明不同资本类型

的生产组织在空间上均呈现聚类分布特征，同时聚

类程度呈现独资≈合资>内资的空间差异。

受准时化生产技术、运输成本、技术扩散等因

素影响，供应商具有在整车厂所在城市选址的趋

势。但是不同资本类型供应商的空间分布、空间聚

类程度存在差异，表明其选址过程中存在不同的因

素考量。例如，合资供应商倾向于在整车厂所在城

市设厂，以更好承接整车厂的技术扩散。位于 4个

整车厂城市的合资供应商生产零部件种类占全部

合资供应商零部件种类的58.1%，这一比例在内资、

独资企业中分别为44.8%和31.9%。合资企业能够

对中国本土汽车制造业发展产生技术的空间溢出，

长春作为一汽—大众总部，其供应链的供应商形成

了较强程度的技术空间溢出效应，有 31.8%的合资

供应商位于长春市，而产业转移的 3个城市中合资

供应商较少，继而溢出效应有限；而独资企业更倾

向于在长三角地区设厂，其拥有技术壁垒，也因为

自身的区位优势、技术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

整车厂准时化生产对于供应商选址的空间限制。

仅上海、苏州、宁波3个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的独资供

应商占全部独资供应商的 33.3%，已高于 4个整车

厂所在地。

3.2 生产网络跨域关联的特征

当代全球和区域生产分工从部门间分工逐步发

展到产品间分工，并且开始向产业链分工发展，并

空前强化了不同地区产业集群的组织联系(图 4)。

图3 不同类型供应商分布差异

Fig.3 Distribution differenc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suppliers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6)1666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4 不同类型供应商的生产关系网络

Fig.4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network of different types of suppl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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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家港澳台及外资企业的生产关联涉及 19 个国

家和地区，包括：德国(99 家)、美国(61 家)、日本(28

家)、法国(21家)、中国台湾(14家)、中国香港(9家)、

意大利(7家)、韩国(5家)，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各

4家，奥地利(3家)、英国(2家)，捷克、泰国、卢森堡、

巴西、比利时、西班牙各 1 家。全球生产网络背景

下，生产组织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区域之内，而

是广阔地分布在以这个行业中的主导企业为核心

的全球生产网络中 [30]。以德国大众为代表的跨国

汽车集团通过构建“全球—地方”生产网络嵌入中

国汽车制造业体系，在与东道国及地方政府利益和

权力争夺过程中，形成了跨国集团总部—全球供应

商—东道国总部—产业转移地整车厂—本土供应

商的生产扩张足迹。

在一汽—大众中国的生产本土网络中，长春、

成都、佛山和天津 4个整车厂与本土供应商之间的

生产组织关系，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产业集群的

地理空间制约，形成了跨域生产集群的网络组织

(图5)。一方面，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企业更愿意布局

在市场潜力较大的区域，同时强调生产成本和市场

潜力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企业区位选择，从而导致经

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变化[31]。受市场争夺、整车运输

成本等因素的影响，一汽—大众通过生产转移至中

国西南、华南、华北地区，扩大中国市场份额，同时

也布局构建了跨域的整车生产网络；另一方面，

198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革命特别是交通、通信以

及管理技术的进步，区域劳动分工的层次和水平日

益深化，企业生产方式表现出增加生产外包率、增

强外部弹性化发展的新特征。在比较优势机制引

导下，整车生产过程中所包含的不同工序和区段，

在总部公司一汽—大众的组织下，被分配到不同区

域，强化了以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跨域产品内

分工体系。这一生产活动的空间化分散形成了一

汽—大众在中国本土的跨域生产网络体系。因此，

即便是没有一汽—大众整车厂的长三角地区，其供

应商也已成为一汽—大众4个地区整车厂生产组织

的重要部分。

簇结构网络是聚类按照一定规则与其他聚类

相互联系而构成的复杂系统，由于同簇节点之间具

有关系更为密切的特性，因此对基于零部件供应关

系的网络进行簇结构分析，本质上是观察地理层面

的生产行动在网络拓扑结构上的关系程度。利用

模块化(modularity class)计算法对内资、合资和独资

3种类型零部件供应生产网络进行测度，簇结构数

量分别为3、2、3个(表2、图6)。一方面，生产网络簇

结构内呈现明显的地理邻近性。就整车厂而言，无

论是内资、合资还是独资类型，长春和天津均位于

同一个网络簇结构中，其反映出地理空间的约束性

和空间作用；另一方面，内资、独资供应链与整车厂

的联系强度均划分出 3个簇结构，而合资供应链划

分为2个，表明相对而言，基于合资供应链的生产关

系地域联系性更强、区域协作范围更大。

4 生产网络跨域关联的影响因素

4.1 地理距离约束促进了跨域生产网络的聚类

一汽—大众中国本土生产网络的空间结构体

现出距离成本对于生产网络构建的塑造作用。运

输成本、整车厂准时化生产技术对空间距离敏感，

因而供应商的空间分布受整车厂显著影响，导致前

文中生产网络簇结构划分结果具有明显的地理空

间特征，整车厂及其近域城市之间更可能产生高权

重的生产网络簇关系，生产组织形成了以整车厂所

在城市为核心、受地理边界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

结构。一方面，整车厂通过准时化生产要求、运输

成本等因素，将供应商约束在其邻近区域，强化了

供应商在整车厂所在地的空间集聚；另一方面，这

图5 本土一级供应链空间分布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ocal primary suppl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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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生产组织的空间集聚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

意义的产业集群的空间范围。基于多距离空间聚

类分析(Ripley's K函数)，对 4个整车厂生产供应商

的空间聚类特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长春、成都、

佛山、天津 4 个整车厂的供应商分别在 690、640、

610、650 km范围内呈现聚类模式(图7)。

由于技术竞争的加剧和知识外溢的空间约束，

厂商最优的区位选择策略就是与其他竞争者、合作

者集聚在同一技术外溢空间内 [32]。企业的原有供

货商及合作伙伴为了更好地保持与领导厂商的合

作关系及迅速获得技术信息，也会主动或被动地跟

随领导公司进入新的地区布局(合资与本土企业的

空间转移)。因此，在地方产业集群的形成初期，拥

有技术权力的跨国公司往往利用其原有与供应商

之间的技术要求，锁定技术优势及其能引发创新的

关键性资源直接引导和控制子公司及合作商共同

建立新的生产网络。跨国公司因而具备对网络成

员进行协调处理的能力，使其成为所构建集群内的

领导公司，负责整个产业集群的战略制定，并直接

影响低端参与者在集群中的位置。

4.2 区位集聚效益提升了跨域生产网络的联系

技术关联性是指技术活动与其他技术活动相

互联系的联系量与联系程度，制造业内部的各个技

术领域不是完全孤立的个体组合，而是存在多种形

式的关联性。除一汽—大众整车厂所在地的长春、

成都、佛山和天津以外，整车生产高度依赖长三角

地区为主的汽车制造业集群的分工协作。对不同

类型的供应商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表

明：供应商中的内资企业的Moran's I指数为0.628，

z得分为4.852(P<0.001)，独资企业的Moran's I指数

为 0.844，z 得分为 4.464(P<0.001)，这表明，不同类

型供应商的空间分布均存在显著的全局自相关关

系，汽车生产网络的资本类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

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式。区位优势、制度

优势和集聚效益共同吸引外国公司集中在沿海地

区 [33]，长三角作为中国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

一，汽车产业等先进制造业集群特征明显[14]，也是

汽车零部件厂分布数量最多的区域[17,34]。整车制造

图6 内资、合资、独资企业的生产关系网络

Fig.6 Networks of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for local, joint and sole investment

表2 供应商分布城市簇结构统计

Tab.2 Statistics of the cluster structure of supplier distribution cities

供应商类型

内资

合资

独资

簇

1

2

3

1

2

1

2

3

整车厂所在城市

长春、天津

成都

佛山

长春、天津、成都

佛山

长春、天津

成都

佛山

供应商所在城市

宁波、北京、烟台、哈尔滨、武汉、保定、威海、白山、绍兴

上海、吉林、无锡、扬州、镇江、贵阳、黑河、泰州、重庆、杭州、惠州、荆门、公主岭、丽

水、台州、余姚、珠海等

嘉兴、舟山、温州、沈阳、常州、广州、四平、苏州、南京、济南等

上海、宁波、锦州、苏州、大连、沧州、武汉、福州、芜湖、保定、嘉兴

北京、铁岭、廊坊、沈阳、江门、无锡、常州、广州、辽阳

北京、合肥、廊坊、秦皇岛、青岛、苏州、无锡、芜湖、武汉

承德、锦州、南通、厦门、上海、烟台、扬州、重庆

常州、大连、广州、江门、连云港、南京、宁波、深圳、沈阳、镇江

748



第5期 赵梓渝 等：“全球—地方”视角下中国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与影响因素

业各等级供应商在长三角地区的高度空间集聚，使

一级零部件供应商更容易形成基于地理邻近的二

级供应商的生产组织。

从零部件类型来看，车身/安全系统、底盘系统

等较大尺寸的汽车组件、产品更迭较快零部件在准

时化生产方式要求下具有明显的围绕整车厂布局

的倾向；以发动机为代表的动力系统、部分核心零

部件仍依赖长春的供应；而技术要求高(Air-Bag安

全气囊系统)、更新换代慢零部件、紧固件主要集聚

在长三角地区；整车部件与系统中以电子电器系统

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零部件多来源于长三角和珠

三角汽车产业集群，一汽—大众在中国本土供应链

呈现出跨区域的密切空间联系。究其原因：高科技

的转移企业会更加重视承接地的技术水平和创新

能力，更倾向于选择在一些“技术接近”的区域实施

地方嵌入战略[35]；同时，跨国集群企业更有可能在

其他类似专业化集群中设立新的外国子公司[26]，导

致生产网络关系的跨域关联。

4.3 模块化生产方式强化了跨域生产网络的协作

生产方式的转变是导致汽车制造业空间组织

演化的主导因素之一 [36]。在百年汽车工业发展历

程中，生产方式经历了2次重要变革，同时极大地推

动了汽车制造业生产力的飞跃。第一次是美国福

特建立的大批量生产方式，通过零部件的标准化以

达到批量化生产；第二次是以德国大众为代表的模

块化生产方式，在零部件标准化的基础上，将汽车

各部分总成、系统以模块的形式自由组合、共享通

用。就整车厂而言，通过提高生产机动性和降低研

发、生产成本与周期来提高生产协调性[37]。就供应

商而言，通过多个客户应用相同的通用生产程序，

能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降低交易成本、降低

生产网络参与者的风险和提升重组制造能力[38]。

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导致生产网络的空间组

织产生变化。在地方尺度，模块化生产要求供应商

与整车厂之间形成更为紧密的生产协作关系，整车

厂基于地理邻近性建构生产网络，实现技术与产品

更新的快速反馈，促进了企业的地理集中；在全球

尺度，模块化生产不单是传统意义的区域分工协

作，更是以产业集群为行动主体的、存在于集群之

间的生产网络关系。这种企业之间水平合作行为，

图7 供应商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结果

Fig.7 Results of the Ripley's K function of suppl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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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部分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在设计和生产过程中

占有更大份额，并且进一步扩大了其经营活动的地

理范围，从而带来规模经济。因此，模块化生产下

的汽车产业集群网络是一种突破地理空间限制、复

合多行为主体的生产组织形式[39]，以其为代表的生

产技术革新强化汽车制造业“全球—地方”多集群

网络的链接性。

4.4 核心企业战略选择影响了跨域生产网络发展

跨国集团在全球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扩大了生

产空间，重组了空间分工，强化了企业内部的生产

流动[40]，这一进程的基本决定因素是寻找劳动力成

本较低的地点和跨国公司采取的企业生产结构调

整战略。大众集团通过东道国本土化生产突破运

输成本和区域保护的限制，一方面，实现了中国汽

车制造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嵌入”，网络结构表

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型特征；另一方面，

由于企业内部存在着明显的科层等级关系，德国大

众凭借在企业网络中的组织优势与控制权力，组织

了生产网络的空间分配，通过企业组织强化锁定技

术优势及其引发创新的关键性资源直接引导和控制

子公司及合作商，共同建立集群生产网络以强化生

产组织，同时在市场准入、信息获取、融资等方面控

制生产网络的发展方向，防止自身核心技术溢出[39]。

外资企业通过独资、合资方式在中国建立零部

件供应厂商，对于技术普遍具有垄断的共性，其体

现在：① 控制整车生产中全散件组装零部件的比

例。跨国制造集团具有强有力的全球协同采购能

力，以 CKD(completely knock down)形式为中国合

资企业提供全打散的零部件，以大幅降低采购成本

和通过提高国产化率降低进口关税。② 通过独资

方式在中国建立零部件制造厂。例如奥迪Q5L的

汽车座椅由长春博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外方独资)

提供，博泽是德国家族企业，是欧洲第一大电动座

椅调节器供应商，同时为中国市场奔驰、宝马、奥迪

3大豪华品牌供应零部件。这就导致中国豪华汽车

合资品牌的车门、座椅、部分驱动系统仍受到德国

技术制约。③ 即便是在合资企业中，普遍为外方投

入技术，中方投资钱、土地、劳动力，作为生产的代

工厂。跨国集团的产业嵌入为其获得了高额利润，

但合资整车厂及其生产供应链中大量的合资零部

件成为制约中国汽车制造业获得技术学习与产业

发展的关键问题。大公司采用垂直的、等级制的组

织形式可绕过外部市场并降低交易成本，因此转移

企业更希望建立自己的“个人俱乐部”，并弱化其在

承接地产业网络中的嵌入程度。

5 讨论与结论

5.1 讨论

全球化时代的经济、贸易与生产网络的构建与

演变，是一个复杂的全球和区域性力量交织的政治

经济和技术综合作用的结果 [41]。近年来随着对外

贸易摩擦的日渐频繁，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通

过行政力量干涉跨国主导企业，从而扭曲全球生产

网络的运作。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美国对华采取大

规模核心技术封锁，尤以制造业最为严重。2018年

4月“中兴事件”中兴解禁的代价是改组管理层和董

事会，须购买美国零部件以及缴纳 13亿美元罚款。

就中国汽车制造业而言，1990年后利用庞大的市场

规模和低廉的生产成本作为优势资源，中国政府制

定了严格的汽车市场准入制度，要求进入中国市

场销售的外国汽车品牌必须与本国企业开设合资

厂，极大地促进了本土汽车产业发展，但中国整车

制造合资企业所存在的技术依赖与路径锁定亟需

解决(中国 2018 年度轿车销量前 10 位仅有 2 席为

自主品牌)。

早期跨国公司通过资本和技术控制全球生产

网络的空间扩张和东道国生产网络的地方嵌入，尽

管后期东道国随着资本积累获得产业成长，但仍然

面临跨国集团技术权力控制的困境。一汽—大众

作为中国合资汽车制造业的代表性企业之一，尽管

本文选择的4个整车厂的8个车型价格、档次、定位

存在明显差异，但独资的供应商占比在长春、成都、

佛山、天津4个整车厂均值分别为25.63%、28.44%、

28.77%和 26.63%(表 3)，独资的零部件种类占比均

值分别为21.56%、22.24%、23.35%和21.08%。这表

明，仅考虑本土生产的供应链中，一汽—大众4个整

车厂生产供应链中有超过两成的供应零部件种类

源于技术封闭的独资企业，这种技术壁垒实际上将

限制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同时，由于部分核心

技术权力和交易控制权高度集中在跨国公司、全球

供应商和大型整车厂手中，本土零部件供应商绝大

多数处于全球生产网络一体化的边缘[5]。

德国大众集团的技术封闭、审查权力与独资企

业的“外来俱乐部”现象可能导致中国合资汽车生

产陷入技术的“贫困陷阱”。如果地方集群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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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侵犯了跨国企业的“技术权力”和核心利益，不

管是产品升级、过程升级、功能升级都会受到跨国

转移企业的阻挡和压制 [42]，不仅使本地集群陷入

“贫困竞争”和“比较优势陷阱”[43]，而且跨国企业更

希望建立自己的“个人俱乐部”，并弱化其在承接地

产业网络中的嵌入程度，就会出现“嵌入不足”或

“伪嵌入”现象[44]。因此，在生产网络组织的跨域关

联过程中，不仅要重视传统经济地理学强调的地理

空间距离、区域集聚效益、新兴生产模式的重要作

用，还要关注在部分核心技术被控制后，本土汽车

企业的发展战略与路径选择。

5.2 结论

整车制造的生产需求塑造一汽—大众中国本

土供应商的空间分布特征，汽车生产网络的资本类

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

式。一方面，区位优势、制度优势和集聚效益共同吸

引外国公司集中在沿海地区。一汽—大众整车生产

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国土开发的

“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整车厂所在城市、沿海与沿

长江经济带是供应商选址的主要区域。另一方面，

供应商及其供应链在空间上呈聚类分布特征，不同

类型供应商及其供应链的空间聚类程度大体呈现

独资≈合资>内资特征。相对而言，独资供应商更倾

向于在长三角地区设厂，超过 1/3(35.5%)的独资供

应商位于长三角地区，而合资供应商倾向于在整车

厂所在地设厂，以更好地承接整车厂的技术扩散。

德国大众集团通过构建“全球—地方”生产网

络嵌入中国汽车制造业体系，形成了跨国集团总部

—全球供应商—东道国总部—产业转移地整车厂

—本土供应商的生产/技术扩张足迹。在全球尺度，

一汽—大众生产体系一级零部件供应商中267家合

资与独资企业的生产关联涉及19个国家和地区，网

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型特征；在

地方尺度，一汽—大众通过整车厂生产转移和跨区

域供应链采购，构建中国本土生产网络，长春、成

都、佛山和天津 4个整车厂高度依赖于与长三角汽

车产业集群的联系，本土供应链呈现出跨区域的集

群网络联系。同时，生产网络的空间结构受到整车

厂分布区位的显著影响，生产网络簇结构内呈现明

显的地理邻近性，形成了以整车厂所在城市为核

心、受地理边界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结构。

地理空间约束、集聚效益、制造业生产技术革

新与企业组织战略共同影响了一汽—大众生产跨

域网络的空间结构。首先，创新联系的面对面需

求、运输成本与整车厂准时化生产技术对空间距离

的敏感，导致生产网络在“地方”的集聚；其次，区位

集聚效益促进了“区域—地方”跨域生产网络联

系。区位优势、制度优势和集聚效益共同吸引外国

公司集中在沿海地区，整车制造业各等级供应商在

长三角地区的高度空间集聚，使一级零部件供应商

更容易形成基于地理邻近的二级供应商的生产组

织；再次，模块化生产模式强化了“全球—地方”跨

域生产网络的关联性。在地方尺度，模块化生产要

求供应商与整车厂之间形成更为紧密的生产协作

关系，在区域、全球尺度，形成了以产业集群为行动

主体的、存在于集群之间的跨域生产网络关系；最

后，跨国公司主导了“全球—地方”生产网络形成，

通过企业组织强化锁定技术优势及其引发创新的

关键性资源直接引导和控制子公司及合作商，共同

构建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其在全球产业转移的

过程中扩大了生产空间，重组了空间分工，强化了

企业内部的生产流动。

表3 供应商、零部件种类占比分类统计

Tab.3 Statistics of the proportion of suppliers and parts types by the type of investment (%)

整车厂所在地

长春

成都

佛山

天津

车型

A4L

新Q5L

新捷达

新速腾

Q2L

T-ROC

探岳

Q3

供应商

内资

44.26

47.37

56.84

47.69

42.51

45.00

45.54

48.77

合资

27.05

30.08

16.84

21.76

29.94

25.00

25.89

26.54

独资

28.69

22.56

26.32

30.56

27.54

30.00

28.57

24.69

零部件种类

内资

48.14

47.02

68.01

54.57

50.77

53.35

56.73

53.12

合资

27.79

33.93

11.86

21.09

26.81

22.37

21.91

26.10

独资

24.07

19.05

20.13

24.34

22.42

24.28

21.36

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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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regional relatedn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automobile
production net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global-local”:

A case study of FAW-Volkswagen

ZHAO Ziyu1, WANG Shijun2, CHEN Xiaofei3*, HAN Zhonghui4

(1. School of Tourism and Geography Science,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Shandong,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3.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by

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 Co-construction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Henan, China; 4. School of Management,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on "global- local"

cross-regional relatedness of production organizations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he cross-regional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geospatial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s joint venture automobile production network

have been explored in the global-local interactive situ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local production

relatedness and multi- scale integration and using primary supply data of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cross- regional relatedn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joint venture automobile production

network represented by FAW-Volkswage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global- local multi- scale integration

provides a good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footprint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building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The German company Volkswagen is embedded into China's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system by building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production network shows

a typical characteristic of global- local relatedness. 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ocal primary suppliers in the

FAW-Volkswagen automobile production network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T"- shaped pattern of China's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Investment type / technology control of automobile suppliers presents a regional

organization model of the same type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the agglomeration degree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 of sole proprietorship ≈ joint venture > local investment business. 3) Through the production

transfer of automobile assembly plants and the procurement by cross- regional supply chains, the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of FAW-Volkswagen has formed a cross-regional cluster network structure with the core of cities

where the automobile assembly plants are located and are restricted by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4) Spatial and

temporal constraints, location advantages and agglomeration effec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presented by

modular production, venture strategies of multinational groups, and foreign investement club strategies jointly

influence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f the FAW-Volkswagen production network. Through a typical case

study,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as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China's

key industrial production networks under the global-local multi-scale.

Keywords: global-local;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network; FAW-Volksw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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